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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也是苏维埃政权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以斯大林担

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标志，“总书记”从最初为中央政治局提供技术服务的机关工作人员向具有政治领导

和决策权力的政治领袖的角色转变。然而，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历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或第一书记) 虽然继承

了苏共领袖的政治光环，但是其政治领袖的形象却在从革命创制到制度化设置的转型过程中不断被制度的

力量所改造和重建，并最终被固化为从党的组织权力等级体系中脱颖而出的政治精英而非政治领袖。从领袖

到精英的政治蜕变，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治生活中深刻的政治伦理和心理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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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olution and System
———The Systematic Consolid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Leader and Its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XUE Xiaorong

(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not only the political leader，but also the supreme leader of the Soviet regime in the true sense．
Taking Stalin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s a sign，the political role of“Gen-
eral Secretary”began to change from office workers in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who provided
technical services to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leader who had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 mak-
ing authority． However，although the general secretaries( or first secretarie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fter Lenin and Stalin inherited the leader’s political aura，their images of the political leader
were continuously transformed and reconstructed by the systematic power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revolutionary establishment of system to systematic consolidation，they showed their talents in
the rank system of Party organization power，and were eventually consolidated to be the political elite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the leadership to the elite，in essence，re-
flected the profound political ethics and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oviet politic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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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也是苏维埃政权实际的最高领导人。“苏维埃社

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

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1］( P302) 以 1922 年 4 月 3 日俄共( 布) 第十一届一中全

会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标志，“总书记”从最初为中央政治局提供技术服务的机关工作人

员向具有政治领导和决策权力的政治领袖的角色转变。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斯

大林成为继列宁之后苏联共产党新的政治领袖。“总书记”一职伴随斯大林其后的政治生涯成为苏共

最高领袖的政治同义词，并因此而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内涵。然而，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历任苏共

中央总书记( 或第一书记) 虽然继承了苏共领袖的政治光环，但是其政治领袖的形象却在从革命创制到

制度化设置的转型过程中不断被制度的力量所改造和重建，并最终被固化为从党的组织权力等级体系

中脱颖而出的政治精英而非政治领袖。从领袖到精英的政治蜕变，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

政治生活中深刻的政治伦理和心理嬗变。

一、革命、群众与领袖: 列宁的领袖形象

在“总书记”职务被赋予了党的领袖的政治内涵之前，列宁虽然在党内职务上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委

员，但他无论在政治权力、政治威望和政治心理上都当之无愧地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领袖和苏维埃政

权的政治领袖。可以说，列宁代表了革命时代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领袖形象。这一类型的无产阶级政治

领袖，不仅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鼓动者，更是革命信仰的传播者、播种者。那么，在革命时期( 包括十

月革命胜利后到列宁去世这一阶段) 哪些因素塑造了列宁的领袖形象呢?

作为注重革命传承的政党，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创建者和布尔什维克党缔造者的政治

身份具有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1898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

召开。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9 名代表。尽管作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人的列宁( 乌里扬

诺夫) 因流放缺席了此次大会，但是参与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身份却成为列宁在革命组织中

的宝贵政治财富。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开始积极探索建立一个能够真正领导革

命运动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是因为，这次被视为是苏联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代表大会并没有把各马克

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起来，没有在组织上把它们联成一体。于是，在选举出的第一届 3 人中央委员会

先后被沙皇政府逮捕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统一而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成为迫切的政治问题。
“列宁从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所关心的就是运动思想的一脉相承和纯洁的正统性。意见统一，而

不是分散———这是列宁党的思想。”［2］( P46)

1900 年 12 月，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纲领性声明，指出:“为了统一，我们

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只能掩盖现存的涣散状态，妨

碍把这种涣散状态彻底清除。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

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3］( P13) 在 1902
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进一步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纲领和组织原则。列宁说: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 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

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

信任。”［4］( P134) 尽管列宁提出的建党纲领遭到党内其他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在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

支持下，还是在 1903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了通过。根据选举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委的票数多寡，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以

马尔托夫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被称为“孟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一条确立了列宁

的政治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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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3］( P44)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列宁开始按照集中统一的原则来改造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并最终在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手后，着力打造出一个具有铁的纪律和一致行动为鲜明特征的

布尔什维克党———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列宁的党”。
如果说列宁作为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者，还只是为他成为党的

领袖提供了历史的政治优势，那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而不断提出新的政策主张并且得到革命实践

印证，则为列宁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增添了关键性的政治素材。托洛茨基指出:“革命的第一个时期

的领袖们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这些革命趋势，并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而又成功的贯彻。正是这一点使他们

成为党的领袖，通过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成为全国的领袖。”［5］( P438) 从俄国革命史的历

程来看，“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政党能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简直是按着自己的‘时间表’( 列宁的著作

《怎么办?》《四 月 提 纲》《马 克 思 主 义 和 起 义》) 圆 满、成 功 地 达 到 了 自 己 的 战 略 目 标———夺 取 政

权”。［2］( P21)

事实上，正是从列宁回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才开始急剧向“左”转。1917 年 4 月，列宁在“党

的领导人的意识里引发了十月革命……我们党的策略没有表现为一条直线，在列宁到来之后出现了急

剧的向左转”。布尔什维克柳德米拉·斯塔尔更直接、更准确地评价了发生的变化。“列宁到来之前，

所有的同志都在黑暗中徘徊。”她说:“当时只有 1905 年的一些公式。看到人民的独立创造，我们却不

能对他们进行指导……我们的同志只能局限于通过议会方式为立宪会议做准备，根本没有考虑到继续

前进的可能性。采用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做了生活本身向我们提醒的事情。”［6］( P348 － 349) 对列宁作为领

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敏锐，斯大林赞美道: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

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

行动路线。”［7］( P57)

当然，列宁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袖，更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领袖。这一点则得益于列宁本人

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比如谦逊、不灰心、不骄傲、原则性强、相信群众等。托洛茨基认为，使得列宁在数百

个领袖中显得特别杰出的是他的“伟大的革命意志，这就是: 不屈不挠、勇敢无畏、绝不容忍不正确的妥

协行动和机会主义、从事可能做到的事情总是达到令人不可置信的极限。使列宁杰出的是他的正直不

苟，敢于正视每一事实。还有他对于一切无聊的虔敬表现———不论是出于礼仪、伪善、或者无知———的

憎恶”。［8］( P4) 在列宁的众多品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通过辩论以民主方式解决意见分歧。“列宁

的特点是在党内斗争中根本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他毫无报复心，甚至也毫无怨恨之感。对他来说，主

要的是要说服党和工人、尽可能地也说服自己的论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一旦达到观点上的一

致，任何生硬的话便都消失了，代之以善意、关怀和友好的支持。”［9］( P45) 一方面，列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

演说才能使其能够通过辩论统一党内思想。斯大林强调了列宁在讲演时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
他说:“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

紧地抓住观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 ‘列

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 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

败。’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7］( P50) 列宁讲话的感染力和逻

辑力是全党公认的特点。在俄共( 布) 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萨普龙诺夫就向列

宁承认:“列宁同志，对于您的理论修养，谁都没说的，在理论上同您进行辩论是太难了。”［2］( P420) 另一方

面，作为俄国旧贵族出身的列宁仍然谨守着传统的政治道德。“从心理学上来说，列宁同斯大林相比，

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列宁是俄国的世袭贵族，是一个受西方政治书籍熏陶的人。”列宁虽然否认政

治斗争中有任何全人类的、“非阶级的”道德，但是由于出身所限，“他没有摆脱沉重的‘资产阶级贵族偏

见’的包袱，例如，对人格、义务、忠实等概念的理解，有时甚至对自己的政敌( 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克
鲁泡特金公爵) 也信守这些概念”。［2］( P22) 可以说，列宁身上的这些品质使他的领袖形象增添了道德的

“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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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逝世。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通过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对列宁的

革命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无产阶级伟大解放运动的历史，在马克思以后，从来没有产生过像我们已故的领袖、导师

和朋友这样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一切真正伟大和英勇的品质———大无畏的智慧，

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胜一切的钢铁意志，对奴役和压迫的深恶痛绝，移山填海的革命热情，

对群众创造力量的无限信任，巨大的组织天才，都由列宁卓越地体现了出来，他的名字成为从

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新世界的象征。
……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超人地、不可抑制

地渴望工作，不倦地思考，毫不吝惜地消耗自己的精力，———这一切损害了他的健壮的身体，永

远夺去了最亲爱的人———我们的伊里奇的生命。
但是，他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他的事业的死亡。列宁活在我们每个党员的心里。我们每

个党员都是列宁的一小部分。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家庭是列宁的集体的化身。［10］( P394 － 395)

二、革命、战争与领袖: 斯大林的领袖形象

列宁的逝世不仅使布尔什维克失去了自己的政治领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向党内表明:“苏联政治

的性质永远改变了。”［11］( P258) 列宁离开政治舞台对整个共产主义权力机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严格说

来，列宁不是一个专制者。按党章条文看，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他个人的品格和

极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荣誉、智慧和崇高的威望之上的，是以人们对他所表示的忠诚为基础

的。”［12］( P267 － 268) 由于列宁不是依靠担任某个职务，而是靠居高临下的政治人格力量来获取并保持最高

领袖地位的，那么在他逝世之后就带来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呢?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存在，使得强制性通过职务设定来确立党的领袖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列宁作为领袖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使得“老布尔什维克都普遍不愿意把党内职务当做最高领导权的来

源。这种权威不是某种可以一举获致的东西，而是政治领袖通过证明自己的超凡能力逐渐培养出来

的”。正如索柯里尼柯夫在俄共( 布)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列宁既不是政治局主

席也不是总书记。然而，列宁同志在党内有着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如果我们要同他争辩的话，我们必

须三思而后行。”［13］( P287) 因此，对斯大林来说，他要想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新领袖就必须寻找新的领袖成

长的方式，即把列宁极富个性特征的领袖形象通过制度化方式转化成为固定的党内职务，并赋予这一职

务以党的领袖的政治内涵。
1924 年 1 月 26 日，斯大林虔诚地以“宣道文体”［14］( P413) 向全党宣誓:“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

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 我们一定

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7］( P42) 这篇“犹如神甫所做的布道演讲，充满宗教的激情和神秘”［15］( P610)

的发言，是斯大林成为“新领袖成人仪式的重要一部分”，［16］( P369)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托洛茨

基描述了列宁逝世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他说:“革命第一时期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

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些阶层的意识的影响。在国内发生了可以总称为反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

上也蔓延到了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它的政党。组成权力机关的那个阶层出现了独立自在的目标，力图使

革命服从于这种目标。在领袖们和这种机关之间开始出现分裂，领袖们表达了阶级的历史路线，能够站

在机关之上来观察问题，而庞大、笨重、形形色色的机关则很容易使一般共产党员丧失进取精神。最初

这种分裂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昨天的情景还很新鲜。十月的口号还没有从记忆中消

失。第一时期领袖们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但是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已经形成另一种心理。国际的前

景变得暗淡起来。人们完全陷入日常工作之中。新的方法本应为老目标服务，却建立了新的目标，首先

是新的 心 理。暂 时 的 形 势 对 许 许 多 多 的 人 们 来 说，变 成 了 终 点 站。一 种 新 型 的 人 正 在 逐 渐 形

成。”［5］( P438 －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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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新领袖，斯大林其实就是这种“新型的人”的典型代表。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战胜列宁逝世

后党内其他领导人而成为党的新领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变化

了的政治心理，并且使自己快速适应和成为了具有这种心理的“新型的人”的政治代表。或者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讲，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相比，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中的政

治影响力并不大。“对于党的上层来说( 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 ，他一向是三流人

物。”［5］( P442) 尽管托洛茨基的评价有失妥当，但也描述了斯大林当时的基本政治状态。在 1923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俄共( 共)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差不多每一个前来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的工人或其他组织

的代表团都在讲话末尾高呼:“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

和季诺维也夫万岁!”但在任何贺词中都从来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代表大会的鼓掌次数来看，

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15］( P592)

事实上，从 1922 年 12 月 23 日至 1923 年 3 月 6 日期间，列宁先后于 12 月 23 日、24 日、25 日、26 日

和 1923 年 1 月 4 日口述“遗嘱”。在一系列统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作

出了恰当的政治评价。关于斯大林，列宁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担忧: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

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7］( P339) 1923 年 1 月 4 日，列宁又口

述了“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信的补充”。列宁“遗嘱”的全部实质就在这“补充”之中。在这份政治遗嘱

中，列宁公开表达了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不信任:“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

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

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

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

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

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7］( P340)

列宁 1 月 4 日的补充“遗嘱”无疑对斯大林的政治生命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是，斯大林在其政治

盟友( 季诺维尔夫、加米涅夫、布哈林) 的帮助下，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欢呼声中，却成功地躲过了列宁留

下的“政治炸弹”，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布尔什维克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

的变化才在党内的权力争夺中选择了斯大林作为自己的领袖? 看来，一切都在于党的“蜕化”。托洛茨

基认为，斯大林是在“革命斜坡上没有个性的机关的创造”，“他充当了第一把手，这与其说表现了他的

特点，不如说是表现了政治堕落的过渡时期的特点”。［5］( P442) 这种“政治堕落”集中体现为党和苏维埃政

权的官僚化。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关于官僚主义产生的看法。列宁认为，党和苏维埃政权中官僚主义

复活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党在战争时期“忙于军事任务”造成的疏忽。托洛茨基认

为这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把这种官僚主义解释成为战争时期的一般残余现象，也就是

说是一种会逐渐( 虽然不很快) 消失的东西。不用说，这种态度和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官僚主义不

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

从中央经过省里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

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18］( P92) 在托洛茨基看来，导致党和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布尔

什维克的精神蜕化和组织蜕化。尤其是在党的领袖列宁患病并最终离世以后，他曾经施加给布尔什维

克领导人的精神影响迅速退却。“列宁的信徒和仆从( 只有托洛茨基不属于这两类人) 开始感到自己独

立的存在，他们逐渐地抛弃了那些仅仅是模仿而来的特点，即他们第二种较好的天性。列宁对他的追随

者有过压倒一切而又经常不断的影响，现在其消极的一面突然变得非常明显了。”［19］( P268)

事实上，在夺取和巩固了十月革命政权后，不仅党和苏维埃上层政治集团的革命热情在消退，而且

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剧烈的心理嬗变。俄国革命面临的长期困境，使得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

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

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极度失望的情绪。‘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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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利的浪潮。”［20］( P64) 同时，夺取了政权的党“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一样，不仅吸引了觉悟不高的劳动

者，而且吸引了公开的异己分子: 守旧的公务员、投机钻营之徒、政治上的寄生虫”。［18］( P90) 列宁就十分警

惕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

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1］( P311) 在这种

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市侩得到了解放”，［5］( P441) 并使党的机关充满了闭关自守、官僚主义的自满。于

是，生活和精神的蜕化带来的就是党的组织蜕化。“在列宁时代和不肖徒辈时代之间，不仅隔着一道思

想鸿沟，而且还有业已完成的组织上的政变。斯大林是这一组织政变的主要工具。”［5］( P441)

政治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党的机关官僚分子实现了政治结合。他指出:“如果以为在

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

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 一个老布尔什

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
胜利落到他的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

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

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①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

物。”［20］( P66) 1929 年 12 月 21 日，全国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的口号出现在各种

旗帜上，响彻各种集会。“斯大林———意思是钢人———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和乡镇，帕米尔的最高山

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21］( P289)

三、执政、建设与领袖: 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领袖形象

如果说列宁是革命的游牧民族时期的杰出领袖，是他“组织、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 ［22］( P305) 斯大林

是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的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是他锻造了党的机器并赋予了它巨大而无处

不在的力量; 那么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与其按照党的政治传统被称为“领袖”，还不如更

准确地说他们是“革命的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时，庸人的特性、自满自足的官僚爱好情

趣”［5］( P439) 活跃、发展并最终形成党的机器的官僚特质的政治产儿。或者说，是列宁，更确切地讲是斯大

林锻造的党的机器培育了党的精英，并从中挑选合适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政治领导———总书记，赋予其

总书记职位的政治权威，从而实现了党的政治领袖的魅力的制度化。“按照业已确立的继承规则，从一

个持有者到另一个持有者依次传下去，而不管其个人气质如何。”［13］( P283) 简要地说，作为苏联共产党和

苏维埃政权政治领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政治权威主要是由三种类型的权力组成的。
一是组织权力。在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一职转变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象征的过程中，组织

权力成为总书记职务的主要权力支柱，也成为斯大林战胜党内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杠杆。最初的中央书

记处只是为政治局在进行决策时提供技术服务保障。但是随着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的规模扩大及其在

苏维埃政权中的权力延伸，中央书记处开始肩负起政治协调和组织人事调配的职责。此时的中央书记

处这一关键性的职能转变及其在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情况下所带来的潜在政治影响，在当时还未能被

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所察觉。事实上，在 192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俄共( 布) 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上，代表们对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书记处的无能提出了大量批评。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图柯夫对中央

负责书记莫洛托夫的组织问题报告的评价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渗透了漫

不经心的文牍主义宽宏大量和乐观情绪的报告，不多不少……”［2］( P505) 一切都表明: “在中央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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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热月( Thermidor) 是法国革命( 共和) 历法的第十一月，约相当于现行公历的七月廿日至八月十八日。在共和二年( 即 1794 年)

的热月九日，公安委员会主席罗伯斯比尔被送上断头台，从此革命由步步高潮变为步步退潮。这次政变后得势的人被称为“热月派”。从

此“热月”一词就有革命停止前进趋于反动之意。托洛茨基借用“热月式官僚”来批判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开始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为

攫取权力利益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理想的官僚集团。斯大林领袖地位的确立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态蜕化的集中体现。



所有机构中，书记处是最不受尊重的。”［21］( P194)

不过，书记处在党内的这种境况很快就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改变。在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斯

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于是，既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又是书记处成员的斯大林，成为唯

一身兼四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四个机构密切相关，控制着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21］( P194)

尽管这一政治作用尚未明显地表现出来。此时斯大林对他的同事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城市政

客”，［14］( P424)“一个很好的帮手”，而且“由于名望不高，在政治上还构不成对他人的威胁”。［12］( P270) 但是

斯大林的组织才能及其适应革命运动的政治敏锐性，迅速使他成为党的机关的代言人。托洛茨基说:

“解放群众的斗争需要其他的特性。但是，挑选人员给他们特权地位，用宗派精神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削弱和控 制 群 众，斯 大 林 的 特 性 的 确 是 有 价 值 的，而 且 理 所 当 然 地 使 他 成 为 官 僚 反 动 派 的 领

袖。”［14］( P425) 斯大林开始积极强化总书记的权力，并尽一切努力在党章的规定下实现总书记对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的全面领导。
二是思想权力。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杰出建树。当

他去世之后，“他的每句话都是极为神圣的”。［21］( P238) 因此，新的领袖无疑必须继承而且应当成为列宁式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成为党在新的革命征程上的“精神导师”。列宁的去世使得挑选合适的

政治继承人成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不过，要想成为党的新领袖，在当时的政治竞赛中

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 1) 在 1917 年前后是列宁的内圈的人; ( 2) 有一段英勇的革命斗争史，而 1917
年是主要的试金石; ( 3) 做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资格; ( 4) 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意味着必须是个理论家。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相比，斯大林给人留下的

印象并不深刻:“他在第三和第四点上没有什么地位，在第二点上不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1］( P367) 布哈

林在 1918 时就发现，斯大林“朝思暮想要成为一个被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这是他所缺乏的惟一东

西”。［11］( P367) 可以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在思想斗争形式的掩盖下进行的，其中的每一方都企图表明自

己比别人更忠实于列宁的教导”。［21］( P242) 为了改变党内高层普遍存在的这种看法，斯大林印刷出版了

《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是一篇试图全面阐释列宁主义的作品，也是一篇有更

大政治抱负的作品。在列宁去世后涌现出来的大量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中，《论列宁主义基础》
成为斯大林“为挤入这些文章的行列而作的最重要的努力”。［13］( P292)

尽管斯大林的理论努力被托洛茨基评为一种“肤浅的思想和粗糙的理论”，［18］( P110) 是对列宁主义的

随意割裂，是与真正的列宁主义水火不容的。但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却在党内赢得了广泛支持。事实

上，此时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十月革命之后的 5 年内，97%以上的党员

是在革命胜利后入党的。又过 5 年，100 万党员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党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的状况只

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更不必说革命前的地下时期了。“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 到那时，足足有 3 /4 的党

员只是在 1923 年之后加入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那就是地下时期的革命者———的人数，已不到

1%。到 1923 年，党的素质已被大批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党员大大降低了，他们迅速地受到塑造，让他们

在党机器专职人员的指挥下，扮演唯命是听的人的角色。”［14］( P416) 党的规模的扩大和革命后入党的党员

干部们，需要的不是花大量精力时间才能掌握的精深晦涩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够快速满足大众心理需求

的“理论快餐”。斯大林敏锐地发觉到了党的需求，并适时地满足了党的需求。“不管托洛茨基强调将

列宁断章取义有多么危险，在党不断发展的政治教导网络中，党内新生代及其导师们都需要一本教科

书。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正是斯大林所提供的———一本列宁主义学说的手册，其阐述方式是教条的，

而且大量引用列宁著作中的关键段落。”［13］( P300) 如果说托洛茨基的理论修养令人敬佩但却曲高和寡，那

么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再阐发则更加“接地气”、更加符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们的政治需

要。“人们赞赏斯大林，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清晰明确，而是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概括确实非常精

准。”［23］( P192) 当斯大林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最终确立了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政治地位后，至高无上

且不可挑战的思想权力就成为总书记职务权威的重要组成和权力支柱。事实上，作为对列宁的崇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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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宁式的党的领袖的普遍认同，从斯大林开始，列宁的后继者们就通过对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政治领袖

形象塑造，逐步实现了把列宁在理论创建上的个性化因素转化成为制度化后的职务性因素。于是，“这

种制度的领袖同时也是传道者，他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24］( P22)

三是奖惩权力。奖惩权力作为科层式管理的必要手段，保证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顺利运转。“历

史表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

些剥削者的反抗。而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对劳动群众内部左右摇摆的不坚定分子也不能不有所表

现。”［1］( 125) 在斯大林时期，奖惩权力成为他维护党的领袖政治权威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赫鲁晓夫

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指责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

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

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掉。”［25］( P231) 历史地分析斯

大林之所以会采取如此粗暴的方式，无疑是与列宁时期形成的党的领袖地位的非结构化性质以及缺乏

制度上的限定有着很大的关系。“列宁给党的最高领导留下这样一个榜样: 他主要是靠协商来领导，主

要靠无与伦比的精力、才华、想象力、个人魅力和策略天才基础上的说服力量来领导。而这个位置上较

为逊色的人物，特别是他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政策失败，———这种事很快 就要发生———那么，他便会遭遇

到严重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驱使他调动他潜在的胁迫力量，调动他对党实行控制和暴政的力量，来

弥补他相对缺乏的领导力量。如果他是一个有专制倾向的人，如斯大林，那么这就是千真万确的。他会

把党的批评者当成阶级敌人，而且决不会承认他在领导能力方面比他的前任远为逊色。”［13］( P449) 正是通

过一连串的政治大清洗，斯大林培养了党的“新一代”。可以说，斯大林的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总

书记这一象征的胜利。“总书记不仅体现了列宁主义的规章，而且也体现了贯彻执行这些规章的办

法。”［12］( P618) 因此，即便斯大林逝世后遭受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清算，但是他所塑造的党的领袖的权力内

涵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并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总书记的领袖形象。
这一变化在通过制度化方式确定和固化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形象的同时，却深刻反映了政治

领袖的内涵及其在社会大众中的政治心理嬗变。在列宁 －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袖中，对赫鲁晓夫，“大

多数国民心目中如此可望不可及和何等英明的当权者的光环因赫鲁晓夫而黯然失色。外表有点儿稚

气、傻头傻脑、衣着随便、经常炫示自己接近群众、不管事情重要不重要都要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赫鲁晓

夫，使不敢批评和嘲笑当权人物的心理障碍轰然倒塌。在人们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是一个趣闻逸事不

断、闹出许多笑话的‘可爱人物’，他既不是英明的领袖，也不是令人生畏的统治者，而更像是一个喋喋

不休的说教者，一个爱用十分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人”。［26］( P300) 对勃列日涅夫，“每一个有分析批判

能力的公民都知道，说勃列日涅夫是革命家，那是虚有其表，说他是理论家，那是扯淡，说他是演说家，却

只会念念别人写的稿子”。［24］( P22) 对安德罗波夫，人们寄予了期望与同情。但是契尔年科的上台却再次

让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羞辱。“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27］( P4)

对戈尔巴乔夫，这位被葛罗米柯称之为“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26］( P503) 的

领导人却用改革的洪流冲毁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堤坝，并在最后时刻以辞职的果断方式亲手结束了这

个曾经培养和扶持他的政治集团。面对是他“出卖”和“毁掉”了苏联共产党的指责时，戈尔巴乔夫坚决

不予承认并反击说，“出卖”和“毁掉”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是他这个党的政治领袖，而是产生党的政治

领袖的党的机关官僚阶层。“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

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

一个时期甚至有悖于作为国家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

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28］( 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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